
中国修辞学从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其中之一可以说就是“国

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兴起。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这一转向，固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西

方语言理论的影响有关，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界几十年来理论

探索的一个逻辑发展。

一

恩格斯说过，“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

进。”“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研究范式的形成首先源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①

2002 年，根据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等一系列案例，我们发表了《突发危机管理的一个语用

学分析———兼论语言学的研究视界》，提出“外源性突发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面子

管理”问题，由此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突发危机时如何有效地说话的语用原则”②；2003 年，根据

“非典事件”中有关部门的话语问题，我们又发表了《实话如何实说：突发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

的政府信息发布———危机管理的语用分析之二》③，提出“内源性突发危机管理”的核心是“社

任务也不同，因而应该分开来进行研究，所以他自己在开设选修课时就列为语言风格学、汉语

语体学两门课程，尤其是他认为语体具有可规范性，风格重在创新不具有规范性的观点，振聋

发聩，给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他在八十年代提出的语体风格的“制导因素”
和“物质因素”，也为日后的研究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

李熙宗老师的语体学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注重继承望道先生的学术遗产。他在

2009 年的《当代修辞学》（原《修辞学习》）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语文体式与语体的关系及其实践

运用》，就对望道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语文体式的概念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语文体式在“语体及其体系的建立，语体实现对具体语言运用的制导中”都起着“接

口”作用的重要观点，认为可以将语文体式作为语体类型划分的最低层级，认为“语体学研究

深入到语文体式的层面，把语文体式（语言体裁）的研究作为语体学研究的固有任务和内容，

这不仅有着语体学理论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并且对增强语体学理论的语言实践功用更是有着

积极的意义”。信哉此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老师与袁晖教授共同主编的那本《汉语语体学概论》，可以说是当代

语体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影响之大，是任何一个想步入语体学研究的人所绕不开的。既有理论

深度，是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又明白易懂，很适合作为教材向莘莘学子们传播。
斯人已去，语体学风格学的研究仍在浩浩前行，但是他留下的关于语体风格的真知灼见，将会

不断地在今后的研究中熠熠闪光。
（刘大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公关语言”研究：“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探索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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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员问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语用原则；2010 年，我们专门举办了“第一届国家形象修辞

学学术研讨会”④。之后连年召开，迄今已经六届；仅仅我们的学术团队，从 2014 年起，就先后

分别在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中获得了四项有关“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而中国修辞学会在会长陈光磊教授的主持下，从 2012 年的学术年会起，连年将“国家形

象修辞”列为年会学术讨论的基本主题之一。⑤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当代修辞学》也从 2013

年起开设了“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专栏。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也开设了“国

家形象的修辞与传播”专栏。
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这一转向，自然直接来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西方语言学的

“政治语篇研究”“批评语言学”“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等理论的影响有关。
不过，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界理论探索的一个逻辑发展。而导夫先路的学者中就有复

旦大学的李熙宗先生。

二

李熙宗先生是当代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不但撰写了一系列专论，

还与袁辉、丁金国等先生发起了“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研究系列研讨会”，主编了《语体论》等文

集。不过，他在其他领域的创新性研究却也由此多少被遮蔽了，其中就包括“公关语言”的探

索。
中国传统修辞学一向关注的首先是文学的语言艺术，关注的是个人的话语，关注的是词

句层面的所谓“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但是，这一研究范式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中开始受到了一部分新的探索的有力挑战，其中包括《言语交际学》（刘焕辉，1986）、《幽默

语言学》（胡范铸，1987）、《人际关系语言学》（姚亚平，1988）、《公关语言艺术》（孙莲芬、李熙宗，

1989）等等。
如果说《幽默语言学》只是对“何为幽默”“何为语言幽默”“语言何以幽默”集中进行讨论；

《人际关系语言学》只是侧重于从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建构集中考察人际关系与语言交往之

间的互动；那么，刘焕辉先生的《言语交际学》则可以说在中国语言学界第一个明确试图将言

语交际的全部过程纳入语言运用研究的视界，显示了语言研究尤其是修辞研究“方向性的转

折”的可能⑥；而李熙宗先生与夫人孙莲芬合著的《公关语言艺术》则直接标志了中国修辞研究

从首先关注个人话语到首先关注机构话语的重大转变。
《公关语言艺术》是我国第一部将“公共关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著作，正

式出版之前，在大学课堂上先行用作讲义，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影响了一

大批中青年学者。
该书分为 10 章，分别为：第一章“公共关系与语言”、第二章“公关语言运用的一般原则”、

第三章“公关人际传播语言的基本特征”、第四章“人际传播方式中常用语言技巧”、第五章“公

关实用文体的语用特点”、第六章“广播、电视语言运用的特点”、第七章“重视外观形象的魅

力”、第八章“商业、服务行业的语言艺术”、第九章“谈判的语言艺术”、第十章“广告的语言艺

术”。
《公关语言艺术》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声誉鹊起，首版 12000 册一销而空。其后，各种稿约

纷至沓来，于是，作者又先后出版了《公关语言教程》（李熙宗、孙莲芬、霍四通，1998）、《公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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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程》（李熙宗主编，2008）。不过，在修辞学界，《公关语言艺术》的理论价值似乎并没有获得

充分的关注，尽管有书评专门指出：“当代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语言学与其他相关

学科的交叉地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试图建构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对公关语言的研究正是

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孙莲芬、李熙宗合著的《公关语言艺术》作为这种研究的第一部著

作，它的成功标志着开拓公关语言这一新领域已经取得了初步硕果。”⑦但我们以为，该书对于

当代修辞学理论发展的意义迄今却并未获得显豁的揭示。

三

那么，《公关语言艺术》的理论意义究竟是什么？择其要者，大略有三：

第一，传统修辞学首先关注的是个人之间的语言交往，而《公关语言艺术》则是国内最早

关注“机构”之间的语言交往的著作之一。我们曾经指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网络社

会，一方面，人越来越“去原子化”，被组织进各种“机构”（国家、企业、学校、社团、社区等等），

由此，不但需要借助“机构”而存在，同时也受制于“机构”而活动；另外一方面，社会公共空间

越来越发达，人的利益越来越需要借助公共空间而实现，这样，机构之间的语言交往、机构与

个人之间的语言交往的价值便无可避免地日益凸显。在《公共语言艺术》中，尽管作者尚未明

确使用“机构话语”或“机构修辞”的概念，但所谓“公关”即“公共关系”，则“公关语言”运用语

言“沟通社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在双方的相互适应中使组织求得更好的发展”⑧本身就已经

显示了对于“机构话语”的空前关注。
第二，传统修辞学首先关注的是语言的“修饰”，以至于即使试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修

辞学著作今天依然将“得体”视作“修辞的最高原则”⑨。我们曾经批评：“得体不是修辞的最高

原则”，因为，第一，从理论看，“体”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标，而是不同参数的集合，“体”与“体”之
间常常会发生冲突，因此，必得有更高的原则加以管辖；第二，从实践看，“不得体”而成功的言

语行为更是不乏其例。“修辞的最高原则应该是合意，也就是意图的有效实现”⑩。而重读《公关

语言艺术》，我们发现，在 1980 年代，该书在讨论“公关语言运用的一般原则”时，一共讨论了

四项：“立诚”“切境”“得体”“有效”。今天我们不难看出，这里尽管也强调“得体原则”，但是，却

是将其列为“立诚”“切境”“得体”“有效”四项原则中的一项。而从“立诚”“切境”“得体”原则到

“有效”原则，既可以看做是言语行为实施过程的一种时间性特征，似乎也有意无意地蕴含了

这是言语行为原则的一种层递性关系。
第三，传统修辞学首先关注的是文学的语言，因此，其引证的思想资源多半也局限于文学

理论和美学理论。《公关语言艺术》则直接关注海外的“公共关系学”“大众传播模式论”“广告

心理学”等等理论，由此提炼出了“人际传播语言”“大众传播语言”“体态语”“接近”“说服”“应

急”“退拒”等等新的话题。这不但在同样年资的学者中是难得的，对于后来的青年学者也是很

有启示的。
可以说，由于学科发展的局限，《公关语言艺术》中的思想探索虽然尚未清晰地“范畴化”，

也尚未建立一个逻辑严整的工具性范畴系统，但所讨论的话题与采证的理论资源，却已经与

传统修辞学的面貌殊为不同，预告了一种新的可能。
“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学”就基本假设而言，认为“修辞不是语言的修饰，而是人类运用语

言以实现自己意图的一种行为过程”；就根本目标而言，是由修辞分析入手，推进机构与机构

的对话，推进机构与公众的理解，最终推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就研究对象而言，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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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对话、国家与公众的对话、机构与社会的对话；就涉

及语体而言，包括政治语言、新闻语言、法律语言等各个语言领域；就研究方法而言，也绝不限

于“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而是在将“修辞”看作是一个“运用语言以有效实现

自己意图的行为过程”基础上，充分调动各种语言的分析手段，并采用案例分析、实验测量等一

系列方法加以考察。輥輯訛由此，它很难说是上世纪八十九年代“公关语言学”的简单升级，不过，却

可以说是“公关语言学”思想逻辑在新世纪的一种回应。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条件下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修辞学案例库建设研究”（批准号

16BZZ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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